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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 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

知识青年的时间长、 范围广、 规模大， 代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

方向。 知识青年的接收安置、 日常生产生活等体现了民族、 区域、 城乡之间

的交流互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后， 为解决其遗留问题， 知识青年的输

出地、 知识青年与边疆民族地区仍在频繁联系， 这既是情感上的联系也是解

决现实问题所需。 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识青年体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在当时人口迁移系统中的合理性， 加速了边疆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 巩固

了边防； 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各方面建设， 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凝聚

了知识青年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的无私奉献精神， 为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地

区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边疆民族地区

“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是知识青年 （以下简

称 “知青” ） 上山下乡的一句经典口号， 成为成千上万知青上山下乡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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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指南。 需要注意的是， 我国广大边疆地区同时也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 因

此， 探讨边疆地区知青上山下乡， 就需要考虑到这一特殊因素。 目前， 学术

界对边疆民族地区知青上山下乡已有一些区域性个案研究。① 总体来看， 这

些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知青上山下乡的诸多面向已有呈现， 但同时也存在一

个关键的问题， 即知青上山下乡的初衷在于解决城市人口过剩， 而边疆民族

地区属于地广人稀、 亟待补充边防实力的广袤区域， 因此， 在这些地区安置

的知青中绝大多数都属于跨省区安置， 从长时段看， 其跨省区安置知青更值

得深入探讨。 为此， 本文以新疆、 内蒙古、 云南三个边疆民族地区为研究范

畴， 对其跨省区安置知青的历程、 规模等进行梳理， 同时探讨其对边疆民族

地区所带来的影响， 以推动相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一 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的人口与分布

自 20世纪 50年代中期起， 国家便开始发动知青上山下乡②， 至 80年代

初停止， 其间知青上山下乡虽有停顿， 但总体上得到了持续推进。 大体来

看， 学术界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时段划分多以 “文革” 暴发年为线③， 将此划

分为前后两段。 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前后两段的时间不同， 但知青上山下乡

的方向却基本保持一致， 安置方式、 经费政策等也大抵相同。④ 不难发现，
知青上山下乡也是同中存异、 异中有同。 那么， 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

青在时空上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这其实也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
据表 1可知， 1962 ～ 1979 年， 新疆、 内蒙古、 云南跨省区共安置知青

35. 11万人， 其中绝大部分被安置在国营农场。 所谓国营农场当时主要是指

生产建设兵团， 其中， 除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以下简称 “新疆兵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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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54年 10月成立外①， 内蒙古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以下简称 “内蒙古兵

团” ） 和云南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以下简称 “云南兵团” ） 都是在 “文
革” 中成立的②， 上述生产建设兵团均于 1975年前撤销。③ 生产建设兵团撤

销后， 知青所在的农场管理方式等实际上并无太大变化， 仍沿着原有的方式

继续开展各项生产。 总体来看， 上述三个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的人

口规模大体相当， 均在 10 万人左右， 但又略有差异， 如新疆要较另外两地

多 3万余人， 其时间也要较另外两地早， 主要集中在 1962 ～ 1966 年， 达

11. 95万人， 而同时期云南和内蒙古均通过插队的方式跨省区安置知青 （分
别为 0. 69万人、 0. 82 万人）。④ 这既与各地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时间早晚有

关， 同时也说明不同时期边疆的不同形势， 边境所受威胁的程度不一。 不

过， 从安置方式来看， 自始至终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并无显著变

化， 说明其更强调集中统一的安置， 既方便管理， 也有助于巩固边境安全。

表 1 1962～ 1979 年新疆、 内蒙古、 云南跨省区安置知青人数

单位： 万人

国营农场 插队 合计

新疆 13. 9 0 13. 9

内蒙古 6. 94 3. 61 10. 55

云南 9. 7 0. 96 10. 66

合计 30. 54 4. 57 35. 11

  资料来源： 国务院知青办 《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 （1962—1979） 》， 1981 年内

部出版， 第 16页。

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巩固边防， 因此其分布区域多在边疆

的 “边疆”。 其中， 新疆兵团大部分农牧团场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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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边缘， 少数农牧团场分布于天山、 昆仑山和阿尔泰山山区。① 1～ 3 师分布

在天山以南的广袤地区， 4 ～ 10 师的大部分分布在天山以北的边境线附近。
内蒙古兵团的 6个师主要分布在巴彦淖尔盟和锡林郭勒盟， 云南兵团的 4 个

师沿边境线一字排开， 分布在德宏、 临沧、 西双版纳和红河。②

以新疆兵团跨省区安置人口最多的上海知青为例， 其绝大部分分布在天

山以南的地区。 截至 1965年 12月， 据当时上海市的一份统计材料显示， 共

有 6. 5万余名上海知青支援新疆兵团， 其中分布在南疆的有 5. 3万余人， 占

81. 54%； 分布在北疆的有 1. 2 万余人， 占 18. 46%。③ 据 1973 年 12 月新疆

兵团的一份统计材料显示， 1966 年新疆兵团安置上海知青近 1. 6 万人， 其

中新成立的位于南疆喀什地区的农三师安置约 0. 5万人， 占 30%左右， 加上

农一师、 农二师的安置人数， 南疆地区安置上海知青人数 （合计 9413 人）
占当年安置总数的 58. 82%。④ 同年 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国营农场计划

在上海招收的 3400 名知青中， 地处南疆的阿克苏一地即占 58. 82%。⑤ 事实

上， 同时期其他地区向新疆安置的知青也多分布在南疆地区。 如 1965 年南

京市参加新疆农业建设的知青共计 3701 人， 其中， 南疆 2524 人 （阿克苏

1830人、 喀什 444 人、 和田 250 人）， 占 68. 2%； 北疆 1177 人 （伊犁 585
人、 昌吉 331人、 阿尔泰 261人）， 占 31. 8%。⑥

1966年以前， 内蒙古跨省区安置知青主要是在巴彦淖尔盟下辖地区。
其中， 1965年 7月， 北京、 天津均有知青在巴彦淖尔插队落户， 主要分布

在临河县、 杭锦后旗、 五原县等地， 但规模都不算太大。⑦ 自 1967 年开始，
内蒙古跨省区安置知青的规模逐渐扩大。 同年 10 月， 北京知青曲折、 郭兆

英、 王紫萍等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人民公社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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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这一举动得到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力支持， 并在 《人民日报》 《北
京日报》 《内蒙古日报》 上予以报道。① 随后， 北京向内蒙古输送知青工作

持续开展， 安置方式和范围也不断扩大， 而内蒙古跨省区安置知青的工作也

得到了持续推进。 据统计， 内蒙古兵团 1969～1975年跨省区共安置知青 7. 9
万人， 其中巴彦淖尔 5. 8万人、 锡林郭勒 1 万人、 伊克昭 4150 人、 乌兰察

布 230人、 包头 2430人、 呼和浩特 1962人、 乌海 1959 人， 主要来自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河北、 山东等地。② 除内蒙古兵团外， 呼伦贝尔等地也

跨省区安置了不少知青。 1964 ～ 1981 年， 呼伦贝尔共接收来自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的知青 30529人。③ 总体来看， 内蒙古跨省区安置知青的时间集

中， 规模也较大。
与内蒙古一样， 云南在 1968 年之前较少跨省区安置知青， 此后跨省区

安置知青也以生产建设兵团为主。 据统计， 云南安置 10. 66万名省外知青主

要集中在 1968～1971年，④ 尤其是随着 1970 年云南兵团正式成立， 安置人

数成倍增加。 大部分上海知青在 1970 年到达云南， 安置在滇南红河州、 西

双版纳州的生产建设兵团。 四川知青集中在 1971 年到达云南， 其中， 成都

1. 7万人， 安置在滇西瑞丽、 陇川、 芒市、 盈江、 宾川、 沧源等地的生产建

设兵团； 重庆 2. 4 万人， 安置在滇南勐腊、 景洪、 河口、 弥勒、 文山、 金

平、 勐海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到云南插队落户的知青共 9524 人， 安

置在玉溪、 思茅、 西双版纳、 大理、 临沧、 楚雄、 曲靖、 文山、 丽江、 红河

10个地州的 38个县， 较分散。⑤ 由此可见， 云南跨省区安置知青也是以生

产建设兵团集中安置为主， 以分散插队安置为辅， 但总体上呈现出时间和空

间上的集中。
综上可见， 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的规模都不算小， 异同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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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主要体现在时间和地域上的不同， 但就安置方式和特点来看却大致相

同， 体现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地域、 民族特性。 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

可以用 “大集中， 小分散” 来形容。 所谓大集中， 主要就是通过生产建设

兵团的形式集中安置、 统一管理、 共同劳动； 小分散则是少部分以分散插队

的方式安置在各地。

二 知青的安置、 生产与生活

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 既实现了城乡之间的交流， 同时也推动

了地区、 民族之间的交流， 这种交流互动主要通过知青的安置以及此后的生

产与生活逐渐展开。

（一） 接收安置

知青从城市到农村、 从内地到边疆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知青输出地和

接收地之间保持密切合作， 这也成为彼此的最初互动。
1962年 11月 19日， 农垦部部长王震写信给周恩来、 谭震林， 转呈新疆

兵团农一师师长林海清关于将该师作为安置上海学生的蚕桑基地的报告。① 此

后， 新疆兵团开始大规模安置上海知青， 一方面包括从上海到新疆去； 另一

方面则包括从新疆到上海来。 在这一去一来的过程中， 知青的输送与安置得

以完成， 而彼此之间最初的交流互动在接收安置工作中得以集中体现。 据原

新疆兵团驻沪工作组组长张文华回忆， 1962 年农一师便向上海派驻由十几

个人组成的工作组， 到 1964年， 工作组发展到 60多人， 同年新疆兵团也在

上海成立了工作组。 这些工作组除协助上海做好知青的动员工作外， 还负责

做好与上海知青相关输送工作， 包括负责搞托运、 和火车站联系、 跑腿等工

作。② 与此同时， 知青输出地也会派出护送干部与知青一道来到安置地， 协

助做好知青的安置。 1963 年 8 月， 上海郊区嘉定、 松江、 青浦等县的知青

奔赴新疆兵团农一师， 对这些青年的护送干部配置按照一个中队 2名带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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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李开全主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 第 12册，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第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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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 第 12册，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第 291～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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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1名护送干部的标准。① 内蒙古和云南的情况也类似。 譬如， 1969 年

春， 呼伦贝尔盟派出人员先后到天津、 上海、 浙江等地接收知青。②

为保证知青安置工作顺利落实， 国家在一开始就提出了相应的安置政

策， 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安置经费。 在 1963 ～ 1966 年新疆安置上海

知青时， 其经费还主要是由上海负责， 用于上海知青的衣食住行以及三年内

的生活补助等开销。③ 这既体现了知青输出地与安置地之间的交流互动， 也

体现了东部与西部、 内地与边疆之间的资源协调。 总体来看， 很长一段时间

里知青安置经费政策都处于探索阶段， 但边疆民族地区的安置经费一直受到

政策的倾斜。 1963年 11月 18日至 12月 7 日，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

小组召开城市知青下乡插队经验交流座谈会， 暂定安置经费标准南方每人每

年为 140元、 北方每人每年为 185元。④ 而 1964年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区

插队的知青每人每年补助为 240 元， 到农村插队的补助 200 元。 据统计，
1964～1978年， 国家拨给锡林郭勒盟安置经费 1635万元， 人均 749元。⑤ 这

也进一步说明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知青安置经费投入力度不小。
这些安置经费的拨付既有助于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 同时也带

去了相应的物资， 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的物资供应。 据统计， 1968 ～ 1979 年，
国家有关部门共拨给内蒙古安置经费 2. 21 亿元⑥。 知青下乡建房所需钢材、
水泥、 玻璃、 小五金以及烧砖瓦用煤等物资， 分别纳入国家和地方计划， 保

证供应。 棉布、 棉花定量供应， 区外下乡知青每人补助布票 60 尺、 棉花票

11斤。⑦ 这就表明， 为保证顺利安置知青， 国家在经费上提供了充足的保

证， 而且， 在这些经费的使用方面， 知青接收地往往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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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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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川沙、 上海、 嘉定、 宝山等县动员青年和技工去新疆兵团农一、 二师、 农垦厅、
农七师的名册 （二） 》 （1963年 8～9月）， 上海市档案馆， 档号： B127-2-778。
金光耀、 金大陆主编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书店出版社， 2014， 第 1192页。
参见易海涛 《1963—1966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安置上海知识青年经费初探》， 《当代中

国史研究》 2018年第 6期。
《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向中央的报告》 （1963年 12月 20日）， 中央档案馆、 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45册， 人民出版社， 2013， 第 52～53、 54页。
金光耀、 金大陆主编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书店出版社， 2014， 第 538页。
也有资料显示是 18749. 5万元。 详见金光耀、 金大陆主编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史料辑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第 480～481页。
金光耀、 金大陆主编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书店出版社， 2014， 第 427～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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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决定这些经费如何使用，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农田水利建设等项目

的展开。 例如， 1965年， 新疆兵团从中央所拨安置退伍军人及上海、 天津、
武汉知青的经费中提取 2200 万元用于农田水利和基建投资。① 这笔投资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农田水利建设。 此外， 知青输出地还向接收地提供

了相应的物资援助， 进一步促进了彼此的交流。 据统计， 1975～1977 年， 上

海先后在包括内蒙古、 云南等边疆民族地区在内的相关省、 区协助办起了

300余个小作坊， 其中包括农机修配、 农副产品加工和综合服务项目等。②

总体来看， 从输出到接收安置， 两地乃至多地之间交流不断。 与此同时， 更

深层次的交流与融合也在知青的生产生活中体现出来。

（二） 生产劳动

绝大多数知青从小生活在城市， 对农牧业生产一窍不通， 因此， 自 20世
纪 50年代起， 全国各地掀起了对城市青年的劳动教育。 有研究发现， 在社会

主义改造时期， 教育部门就逐步强调对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劳动教育，
要求学生树立社会主义劳动观， 正确处理升学与劳动的关系。③ 全国不少地方

都开始对中小学师生开展劳动教育。 即便如此， 当广大知青真正走向广阔的

农牧业战线时仍需从头学起。 为此， 接收安置地在一开始会安排一些经验丰

富的 “老人” 开展传帮带工作。 为帮助上海知青尽快熟悉新疆兵团的生产

劳动， 农二师五团明确了由 1 名老职工任青年班 （排） 长， 带领青年适应

团场的生产劳动。 与此同时， 各团场还给老职工订立了相应的规则， 以便进

一步带领这批青年尽快适应团场的劳动。④ 截至 1965 年， 该团农业连队的

1068名上海知青与 582名老工人混合组成了 4个生产连队， 共管理 36127亩
土地。⑤ 对此， 上海知青至今仍记忆深刻： “开荒劳动强度大， 每个人的胃

口都很好， 不管粗粮细粮， 只要能吃饱就行。”⑥ 此外， 他们在兴修农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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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生主编 《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 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 1997， 第 828页。
顾洪章主编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第 204页。
易春秋： 《建国十七年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综述》， 博士学位论文，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第 81页。
《关于对上海青年安置巩固工作的汇报材料》 （1964年 4月 21日）， 第二师库尔勒垦区档案

馆， 档号： 案卷号 40。
《农二师五团向西北地区检查团汇报材料和先进事迹》 （1965年）， 第二师库尔勒垦区档案

馆， 档号： 案卷号 23。
唐宇放： 《想起了西去列车的窗口》， 《支边知青报》 2016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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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治理土壤盐碱化以及其他农牧业生产劳动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知青在新疆、 内蒙古、 云南的生产劳动既有相似亦有不同。 譬如， 尽管

各地知青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修建宿舍， 但在云南西双版纳山区修建宿舍

就有其特殊之处。 例如， 据 1969年 10月赴云南西双版纳下乡的北京知青郑

培庭回忆， 他们就地取材， 利用热带雨林丰富的材料建起了简陋的茅屋。①

又如， 在内蒙古牧区下乡的知青则需要学习如何从事放牧等相关工作。 1968
年 8月， 北京知青马戎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沙麦公社呼日其格

大队插队当牧民， 蒙古族牧民们对这些北京知青非常爱护和关心， 手把手地

教他们如何放牧， 如何在草原上生活。② 在此过程中， 知青逐渐融入农牧业

生产， 形成了由城市知青到农牧民身份的转变， 也加强了彼此的交流。 在开

展农牧业生产的同时， 一些知青也参加了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科技改革。 例

如， 上海女知青鱼珊玲 1963 年被安置在新疆兵团农一师胜利十七场，
1965～1968年， 为搞好团场的棉花增产， 领导安排她与其他人一道负责所在

地的棉花样板丰产田工作。③ 此外， 一些知青在维护当地集体财产等方面表

现踊跃， 展现了知青应有的精神面貌， 甚至一些知青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大批内地城市知青参与到当地的工业、 交通、 文化、 卫生等工作中去，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 其中， 上海知青在新疆参与

了中巴友谊公路、 南疆铁路等工程的建设④， 北京、 上海、 天津、 浙江等地

知青也参与了内蒙古兵团乌拉山化肥厂的兴建等工作。⑤ 与此同时， 一大批

内地知青因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被抽调到各条战线， 为边疆民族地区的进一

步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据粗略统计， 1963～1966年新疆兵团在上海招收

的青年中有 2. 6%被选送到新疆的大中专学校学习⑥， 这些人毕业后便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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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庭： 《南疆回忆录》，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 《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云

南大学出版社， 2011， 第 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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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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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第 71页。
金光耀、 金大陆主编 《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书店出版社， 2014， 第 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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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到相应的工作岗位。 随着各项建设的推进， 这一比例还在不断扩大。 此

外， 广大知青的到来， 边疆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 文化艺术等方面也得到了

一定的改善。 1975年 12月， 内蒙古医院与武川县革委会联合创办了赤脚医

生大学， 其中就有北京、 呼和浩特等地的知青。①

总体来看， 广大知青来到边疆民族地区， 既促进了当地的农牧业生产，
也推动了各条战线的进一步发展。

（三） 日常生活

来到边疆民族地区， 不管是集体安置还是分散插队， 这里的日常生活都

与知青此前的城市生活有着霄壤之别。 一方面， 知青彼此之间的交流日益增

加； 另一方面， 区域、 民族之间的交流也渐趋频繁。
从知青个人来看， 他们来到边疆民族地区首先需要逐渐适应当地的生活，

无论是在气候、 饮食还是在风俗习惯等方面， 都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据上海

知青回忆， 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前， 新疆兵团普遍实行十天一休息的 “大礼拜

制”， 逢休息天食堂只开早晚两顿饭。 因此， 有些上海知青会结伴外出十多公

里， 到维吾尔族老乡家里去买一些东西回来改善伙食。② 到内蒙古牧区插队的

北京知青马戎也感受到了牧区生活与北京生活大有不同， 更真切感受到了牧

民对知青的诸多照顾和帮助： “许多牧民真的把知识青年当作自己的孩子来

照顾， 给我们缝蒙古袍， 教我们如何放牧， 草原牧民的真情可以说永远留在

知青们的心里。”③ 事实上， 生活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 随着知青的到来，
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着变化。

相对而言， 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方式较为保守， 物质生活水平较低， 大

批知青的到来更是加重了当地的生活困难程度， 因此， 从中央到知青输出地

都会有意识地给知青接收地 （边疆民族地区） 提供一定帮助， 以改善知青

生活， 这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当地的生活水平， 改变了其生活方式。 1966
年， 上海市黄浦区便根据新疆兵团农二师的需要， 为团场培训卫生员、 文化

教员、 炊事员、 裁剪缝纫员、 制鞋员、 钟表眼镜修理员、 修笔员和摄影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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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称 “八大员” ） 219人。① 这些人员都是边疆民族地区缺少的技术人员，
因此对于改善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质量具有直接帮助。 与此同时， 知青在安

置地开启自己的生活后， 也会有自己的休闲、 消遣时光， 如阅读书籍、 开展

球类运动等， 甚至还会带动开展当地的文艺活动。 1970 年 9 月 3 日， 呼伦

贝尔盟乌尔其汉林业局组建现代京剧演出团体， 便抽调了 28 名职工和知青

排演现代京剧 《沙家浜》。②

为进一步巩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 知青输出地还派出了慰问团等工作组

赴安置地开展慰问工作， “生活” 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65 年 8 月， 上

海赴疆慰问团携带了电影放映设备、 鼓乐设备、 唱片设备、 各类球类器材等

慰问品进新疆，③ 慰问期间放映了电影， 演出了京剧、 话剧并发放了一些慰

问物品， 慰问结束后又与新疆协商了继续支援的相关内容。④ 确实， 派出慰

问团的目的主要在于巩固知青下乡， 因此慰问的内容比较广泛。 例如， 1975
年 1月， 成都赴滇学习慰问团到云南临沧地区、 德宏自治州开展慰问工作，
历时 3个月， 除对成都知青所在的 17 个国营农场进行了走访外， 随团医疗

队还开展了巡回医疗， 为 1 万多人治病， 为 24 人做了外科手术。⑤ 此外，
慰问团还带去了相应的文化活动和物资器材， 加强了城乡之间、 区域之间、
民族之间的交流，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水平。 例如，
1972年 3月， 四川赴滇慰问团成都杂技团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云南电视台

转播后， 观众反映 “坐在家中能看到这样的节目舒心得很”。⑥ 又如， 1975
年 6月， 天津慰问团赴新疆慰问天津知青， 为天津知青所在的团场赠送大、
中、 小型农机具及汽车等价值达 11万元的物资。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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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档号： C21-2-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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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出版社， 2014， 第 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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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出版社， 2014， 第 47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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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改革开放后知青输出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知青上山下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 在改

革开放后， 知青上山下乡的遗留问题仍然存在， 知青输出地与接收地围绕知

青回城与就地巩固等展开了较多互动， 即便在知青返城后， 知青仍与曾经的

安置地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 陆续解决知青返城问题

1978年下半年， 国务院先后组织召开数次有关知青工作的会议， 讨论

的内容就包括知青返城。 12月 10日， 持续一个多月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

作会议在京闭幕，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 《知青会议纪要》 和 《国务院关

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多次批示， 做好知青回城工作。
12日， 中共中央批发这两个文件， 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 认真贯彻

执行， 积极而稳妥地统筹解决好知青问题。① 由此， 知青返城的步伐得以加

快。 据统计， 1977～ 1979 年有 753. 72 万名知青调离农业战线。② 在此过程

中， 边疆民族地区的知青也纷纷返回城市。③ 不过， 边疆民族地区的知青返

城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就新疆、 内蒙古和云南三地而

言， 直到 1981年 3月， 新疆和上海才达成协议， 对上海知青如何返城做了

相应规定， 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可以返回上海， 一些安置在江苏海丰农场④，
剩下的则继续留在新疆。 截至 1984 年 4 月， 陆续有一些上海知青调到海丰

农场， 但当时仍有 3万名上海知青继续留在新疆。⑤

困住知青返城的主要问题包括与所在地农村配偶的婚姻问题， 这需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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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到 1980年底这些知青陆续返城或南迁市郊农场。 见金光耀、 金大陆主编 《中国新方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4， 第 24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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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输出地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1984 年 1 月， 南京市政府专门召开市长办

公会议， 以进一步解决省属农场和新疆支边知青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其中就

包括知青与农村配偶返城问题。① 与此同时， 子女教育与安置等问题也是需

要妥善处理的重要内容。 1986年 5月 29 日，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和劳动人

事厅下发 《关于认真做好原城镇下乡知青返城后在农村的配偶及子女落城

镇户口问题的通知》， 对安置在内蒙古的知青农村配偶和子女安置问题提出

了解决办法， 并本着 “先区外、 后区内” 的原则， 首先解决京、 津、 沪等

外省区在内蒙古自治区下乡的知青在农村的配偶及子女落城镇户口问题。②

此后， 内蒙古的这一问题陆续得到了相应的解决。 总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推进， 边疆民族地区的知青返城工作不断落实。

（二） 为留下来的知青提供相关帮助

为继续巩固上海知青在新疆的上山下乡工作， 上海也为新疆提供了大量

援助。 1980年初， 上海市经委派出工作组赴新疆展开为期两周的工业调查，
重点参观、 了解了机械、 纺织等企业共 54 个， 同时还拜访了主管单位， 交

换了上海技术支援项目， 并初步确定赴沪学习人数 431人， 由上海派出赴疆

技术支援 71人。 此外， 工作组还调查了新疆的部分资源， 如啤酒花、 羊毛、
皮革、 宝石和吐鲁番地区的长绒棉、 葡萄， 库尔勒地区的芦苇等， 以探讨进

一步利用资源促进新疆与上海协作的可能性。③ 为解决上海知青的遗留问

题， 1986年上海派出以副市长谢丽娟带队的慰问团， 此行既为在新疆的上

海知青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 同时也确定了继续予以支援的项目。④ 据统

计， 1986～1990年， 上海陆续支出 3145 万元用于扶持在新疆、 浙江等地安

家的上海知青发展生产和建房补助； 拨给市劳动服务公司一部分资金， 扩大

安置回沪知青。⑤ 这些援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青的生产生活困难， 既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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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知青上山下乡遗留问题的解决， 也有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

（三） 知青返城后与边疆民族地区之间的密切联系

知青返城宣告了其下乡生活的结束， 但从个人情感来看， 知青岁月承载

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尤其是当一批批知青逐渐退出工作岗位后， 这种朴素

的情感变得更为强烈。 有学者分析， 中国知青一代的社会科学学者已经退出

了历史舞台。① 但从知青身上， 可以发现知青与安置地之间的密切联系。 其

中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记忆： 从不好的方面来看， 认为下乡是噩梦， 再也不

想回去； 但从好的方面来看， 绝大多数知青都对安置地产生了朴素的感情，
并多次造访曾经的安置地， 或通过其他方式对下乡地区提供帮助。 这也是知

青中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 尤其是到边疆民族地区下乡的知青， 因不少人家

庭出身不好， 到边疆民族地区往往纠缠着更为复杂的感情， 因为他们在内地

城市虽然物质条件相对优越， 但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更巨， 虽然边疆民族地区

旅途遥远、 条件艰苦， 但往往较少受到政治运动波及， 多年的边疆生活更是

让他们将此地作为第二故乡。 譬如， 许多新疆的上海知青认为： “我们是在

新疆的上海人， 到了上海是新疆人； 在新疆时哭着喊着要回上海， 到了上海

又魂牵梦萦要回新疆。”② 也正因此， 他们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去怀念新疆，
怀念曾经的生活， 其中最多的方式就是故地重游。 他们不但自己去新疆， 而

且与其他各地的知青一样， 还带着家人一起去新疆。 诚如曾经作为知青在内

蒙古牧区插队的社会学者马戎所言， 他们当初的那批知青每隔一两年就串联

几个人一起回大队去看看当年的牧民朋友， 有的还带着自己的孩子。 牧民和

知青也会保持联系， 知青还帮助牧民前往北京看病等。③ 同样， 上海知青在

返回新疆旅游的过程中， 也不断与新疆建立起某种联系， 其中既有经济往

来， 也有文化上的宣传， 进一步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其实， 新疆兵团也希望上海知青能多回新疆， 多关心和支持兵团发展。

2008年 12月 12日， 同样是上海知青出身的时任兵团司令员华士飞在给上

海支边青年的信中明确表示： “ ‘十万上海支青在兵团’ 已成为综合推介兵

团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许多上海支青的先进人物已进入兵团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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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土教材。 希望回沪定居的原上海支边青年一如既往， 继续关心和支持兵

团的发展， 使兵团事业兴旺发达。”① 确实， 当一些大型的上海知青旅游团

体回到新疆旅游时， 新疆兵团方面都会派出相关部门予以接待， 以肯定上海

知青的重要地位。 这也进一步表明， 知青与接收地之间的联系并未完全中

断， 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进行着某种延续。

四 跨省区安置知青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影响

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在知青上山下乡历程中属于较特殊的现

象， 相较于其他下乡地区而言， 边疆民族地区受知青跨省区上山下乡的影响

可能更大。 一方面， 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的时间相对更早、 更集

中， 因此知青在安置地生活的时间更久。 如内蒙古土默特， 外省市知青到当

地农村插队落户集中在 1968年 8月至 1969年， 而呼和浩特等内蒙古自治区

内城市知青到该地农村插队落户则持续时间更长， 直到 1979 年才宣布结

束。② 另一方面， 跨省区知青主要来自东部等大城市， 输出地和接收地对比

悬殊， 影响更为强烈。

  （一） 知青上山下乡加速了边疆民族地区人口流动， 在当地人口

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众所周知， 边疆民族地区地广人稀， 大批知青的到来给当地带来了大批

优质劳动力， 进一步丰富了当地的人口结构。 如前所述， 新疆、 内蒙古、 云

南三地跨省安置知青约 35 万人 （集体场队 30. 54 万人）， 约占 1962 ～ 1979
年三地安置知青 105. 5万人的 1 / 3， 占集体场队 （41. 7 万人） 的 73. 24%。③

三地通过集体场队跨省区安置知青的比例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这显然

是为了进一步巩固祖国的边防以及更好地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而且，
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主要通过兵团或农场的模式集体安置知青，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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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地区也是边疆民族地区较薄弱地区， 对于改进边疆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布等

无疑有直接推动作用。
以新疆为例， 自古以来， 内地向新疆的移民主要是集中在天山以北的广

大区域。 民国时期， 虽然汉族移民流入南疆的数量比以往各朝代都要多， 但

移民的主要移入地仍然以北疆为主。① 据 1944 年新疆省警备处统计， 阿克

苏、 喀什、 和田三地区汉族人口共 5623人， 占当时新疆汉族人口的 2. 53%，
占三地区总人口的 0. 21%。② 新中国成立后， 新疆兵团的人口分布则在一定

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局面。 仅从农一师来看， 截至 1965年 3月 10 日， 农一师

先后共安置 33548名上海知青， 占全师人数的 64%。③ 同样， 1963 ～ 1966 年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共安置了 1. 6万名上海知青、 0. 12 万名北京知青，④ 这

为促进巴州地区 （农二师驻地）， 尤其是对农二师的发展有着长远影响。 而

且， 一些知青后来成为当地的骨干， 进一步充实了边疆的各方力量。 如上海

知青的优秀代表倪豪梅、 王崇久先后任新疆兵团副政委， 华士飞任新疆兵团

司令员。⑤

跨省区安置的知青在边疆民族地区生活的时间更长， 有助于保持边疆民

族地区的稳定。⑥ 总体而言， 在跨省区安置知青这一来一去之间， 改变了边

疆民族地区长期以来人口流动滞缓、 社会结构单一的情况， 推动了民族、 区

域之间的交流。

  （二） 知青上山下乡充实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劳动力， 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应该说， 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的主要原因是充实各地的农牧业

力量， 因此一开始绝大多数知青安置在农牧业战线上。 知青的到来也确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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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农牧业的发展。 例如， 知青来到内蒙古， 有的知青带

领当地农民一道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 据 1971 年 12 月 24 日内蒙古革委会

政治部 《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工作座谈会简报》 记载： 南京知青张晓芳在伊

克昭盟鄂托克旗新召人民公社八一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 经一年多辛勤劳

动， 带领全队社员由过去吃国家返销粮到基本实现粮食自给。① 也有知青不

断开展农业良种试验， 提高了农业产量。 其中，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哈素

人民公社后善岱大队知青小组积极推广和培育良种， 使良种场的杂交玉米亩

产达到 520公斤， 马铃薯亩产达到 4000公斤。②

如前所述， 一些知青在农牧业战线上劳动一段时间后抽调到教育、 医

疗、 工业、 交通等行业， 从而推动了其他方面事业的发展。 究竟有多少人抽

调到其他战线， 目前仅有一个大致统计。 其中， 内蒙古在 1964 ～ 1971 年共

安置知青 179893人 （农村、 牧区 80500人， 兵团 99393人）， 其中， 担任民

办教师 1095人、 赤脚医生 1125 人、 生产队科学实验员 2008 人， 担任拖拉

机手、 会计、 保管员等 1501人， 各盟市旗县知青陆续选调各个企业部门参

加工作或选送大专院校学习的 17373 人。③ 以此计算可知， 这一段时间抽调

或培训的知青大约占总数的 12. 84%。 这些知青为当地的生产建设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历史贡献。 例如， 内蒙古兵团五·七化纤厂的主力军全是来自北京、
上海、 天津等地的知青， 他们为该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中， 上海知

青绝大部分是中专、 技校生， 技术水平较高。④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 边疆

民族地区在跨省区招收知青时已经考虑到了知青与当地进一步发展之间的关系。
有研究发现， 在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 其对接收地教育影响较大。 “知

青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提高了农村整体教育水平， 而且减少了教育不平等。 上

山下乡运动结束后， 大多数知青离开了农村， 随着他们的离去， 他们对当地

的影响减少了， 但并没有消失。”⑤ 尽管就今天来看知青的文化程度也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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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 尤其是当时的教育战线被破坏， 就连许多老三届的初高中教育也不完

整。 不过， 在农村尤其是边疆农牧地区， 这些知青无疑是 “饱学” 之士。
他们的到来确实对推动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4 年

初， 上海市教育部门便组织 16 所大专院校先后在安徽阜阳、 江西上饶、 黑

龙江黑河、 吉林延边、 云南西双版纳 5个地区试办业余函授教育， 开设政治

理论、 语文、 历史、 农业生产、 农用机械、 医疗卫生等 23 个专业， 招收学

员 2. 8万余人， 其中上海知青约占 50%。① 这些接受函授教育的知青也有一

些回到了边疆民族地区， 为推动当地教育、 文化、 技术等发展发挥了作用。
而随着包括知青在内的一批文化 “能人” 离开农村、 边疆， 当地的教育水

平出现了一段空窗期， 需要更长时间的工作才能填补这一空白。
此外， 在安置知青的同时， 知青输出地还为边疆民族地区提供了相应的

物资、 技术等支援， 也进一步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 1964 年 7 月 4
日， 天津市下发 《关于抽调在职干部支援边疆建设的通知》， 指出： “鉴于

我市社会青年响应党的号召陆续奔赴边疆……最近已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

妥， 今年要求我市支援教员 100 名， 财会人员 140 名， 工业技术人员 60 名

等共 300名。”② 这既是知青进疆的配套， 也有利于新疆这类技术人员的补

充。 这些设备、 产品以及技术工人等与知青一道， 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 知青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表现凝聚了其奉献精神

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是新中国成立后充实边疆、 巩固边疆、 保

卫边疆的重要组成， 是相关政策的有机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 为帮助边疆少

数民族等落后地区的发展， 一大批内地人士奔赴边疆， 投身边疆的现代化建

设。 1958年 8月 29日， 《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 便明确指出： “劳动力不足是加速边疆和少数民

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困难， 有些党委已多次要求中央从其他地区调

劳动力支援。 为了使得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逐步地

同内地一样地获得迅速发展， 齐头并进， 中央决定自今年到一九六三年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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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从内地动员五百七十万青年到这些地区去参加社会主义的开发和建设工

作。”① 这体现了国家对边疆建设的高度重视， 因此， 知青在奔赴边疆民族

地区时也得到高度肯定、 受到热烈欢迎。
在跨省区安置的知青中， 一些人在当地工作、 生活了一辈子， 甚至有人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72 年 5 月 5 日，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宝

日格斯台牧场发生特大火灾， 内蒙古兵团五师四十三团四连的战士参加扑火

战斗， 北京、 呼和浩特、 唐山、 赤峰、 集宁、 锡林浩特等地知青 69 人在扑

火中牺牲。 69人中年龄最大的 24岁、 最小的 15岁， 另有 100多人负伤， 其

中多数人造成终身残疾。② 他们正是维护集体财产、 守护祖国边疆安全的重

要代表， 是内地支援边疆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

余 论

总体来看， 知青上山下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无奈之举， 也是在当时条

件下的无奈选择， 在这个前提下， 各级党政部门尽可能合理安置知青， 以提

高安置工作的科学性。 其中， 向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便是重要举措

之一。 当然， 在当时的条件下， 安置工作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的漏洞， 对知

青个体来说更是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也对其中一些知青造成了一定的伤

害， 给国家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不过， 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 对于不同时间

段、 不同区域而言， 即便是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也有不同之处， 这

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来看， 从一种更长历史时

段视野来分析， 边疆民族地区跨省区安置知青也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

作用。
无论是从锻炼知青还是从解决城市人口过剩的角度来看， 边疆民族地区

跨省区安置知青都达到了其预期效果。 历代中央政府均注意向边疆地区迁移

人口， 以巩固边防。 新中国成立后， 为进一步保障祖国的边防屏障， 推动边

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国家在财政政策等方面加大了对边疆民

族地区的投入。 例如， 从 1963 年起， 中央便在财政上对云南给予自治区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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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照顾， 每年有民族机动金 5%， 并增加 2%的预备费。 省属民族自治地方，
在财政上又比一般地、 县具有较大的权限， 得到较多的照顾。 自治州、 县除

有 5%的机动金和 3% （县） 到 4% （州） 的预备费外， 国家对这些自治地

方， 还给予民族地区补助费等专项补助和投资。 尤其是边疆 4个自治州， 除

实行财政包干外， 国家还设有边境建设事业等补助和专项投资。① 与此同

时， 为进一步帮助开发边疆民族地区， 国家也注意向这些地区迁移青壮年劳

动力。 显然， 知青的到来实现了人口的合理安置， 尤其知青具有相对较高的

知识和文化素质， 属于高素质的劳动力人群。 事实上， 无论是知青的安置还

是其他青壮年的安置， 在当时的人口安置系统之下， 是一种经过合理讨论而

出台的人口政策。 譬如， 之所以新疆安置了大批上海等内地知青， 很大程度

上与新疆在 1959～1961年安置青壮年的成功有直接关系。② 同样， 知青的到

来，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都经受了重重考验， 不管承认与否， 这确实是一种

锻炼。 绝大多数知青最终在边疆民族地区坚持了 10 多年或更长时间， 为边

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知青与其他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壮

年、 复转军人等一道， 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

极努力， 形成了崇高的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建设的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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